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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与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  

刘学悦，　赵　城，　寇宗来

［摘要］　在当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方向。本文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创新性地探讨了政府减

税如何影响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理论分析表明，所得税税率下降会通过要素替代效

应提高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激励；进一步分析显示，当企业生产率较高、工业机器人应

用的固定成本较低、市场中企业数量较多或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高时，这种激励效应相对更

大。基于此，本文以 2008 年“两税合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双重差分法和制造业

企业微观数据进行系统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了理论分析的推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

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　减税；　工业机器人；　“两税合一”；　要素替代效应；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 F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80X（2025）07-0081-19

一、引言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中心任务的新时代，加快实现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路径。2023 年，中国制造业增

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 30%，稳居世界第一。充分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以促进企业人工智能应

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关键力量。基于此，

探究政府减税与企业人工智能应用之间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中的典型应用包括工业机器人、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芯片以及制造

云平台等多个领域。其中，在核心的生产制造环节，工业机器人仍是人工智能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

义的应用形式。考虑企业层面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选取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

的明珠”的工业机器人作为研究对象（Aghion et al.，2019；陈东和秦子洋，2022；潘珊等，2025）。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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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定义，工业机器人是一种可自动控制、可重复编程且具有多功能用途、多自由度

的机械，拥有三个乃至三个以上可固定或移动的轴，主要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同时，工业机器人

广泛集成了感知、控制等关键技术，并逐步深入融合大语言模型、机器学习、人机交互等前沿方案，

呈现出明显的人工智能特征。因此，以工业机器人为对象，能够较为准确地衡量人工智能在制造业

领域的应用水平。

作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应用工业机器人的程度深刻影响着全球的生产组织方式。事实上，

过去 15 年间中国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数量经历“爆炸式”增长。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统

计，从存量角度看，中国企业的工业机器人累计安装量从 2004 年的 7096 台跃升至 2023 年的 175.5
万台；从流量角度看，2013 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销售市场，2023 年

中国的工业机器人销售量高达 27.63 万台，占全球总销量的 51%。进一步，对比 2004—2019 年主要

国家制造业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2008 年以后中国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

迅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间点恰好与中国 2008 年实施重大税制改革高度重合。具体而

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法定所得税税率（简称“两税合

一”），尤其是将民营企业的法定所得税税率从此前的 33% 统一降低至 25%，显著减轻了民营企业的

税收负担。据此，本文推测，中国制造业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的显著提升可能与此次税制改革

所带来的减税效应存在紧密关联。

既有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可以在一系列“可自动化任务”中替代大量的劳动力（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王永钦和董雯，2020；徐斌和吕波，2024），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加快推进工业机器人

替换劳动力的进程。然而，尚未有文献从政府减税视角考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动因。理论上，

一方面，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减税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提高了企

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政府在企业就业与工资支出方面实施的所得税加计扣除等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激励作用，而所得税减税则可

能削弱这一抵消效应，增强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激励。本文将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利用详细的

微观数据，考察减税对中国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以期为中国通过精准落实

结构性减税政策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政策参考。

具体而言，本文将所得税税率引入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决策模型，并结合中国“稳就业”政策的

实际背景，综合考虑与企业劳动力工资及福利支出相关的各类所得税优惠，包括税收减免、加计扣

除等措施。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研究所得税税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工业机器人

应用激励，并提出若干有待经验检验的理论假说。本文的理论逻辑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当所得税税率较高时，企业可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大，能够有效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或工业机器

人成本下降带来的要素替代效应，从而降低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激励。然而，随着所得税税率的

降低，企业因雇佣劳动力而获得的税收优惠减少，导致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这种要素价格的相

对变化将提高企业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的激励。并且，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较高时，其使用

一般性的资本投入替代劳动力的成本也相对较高，所得税税率下降激励其使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劳

动力的效应也相对较大。此外，利用理论模型可得出以下推论：当企业生产率更高、工业机器人安

装的固定成本更低、市场中企业数量更多或消费者收入水平更高时，政府降低所得税税率对企业应

用工业机器人的激励效应更大。

为验证上述理论假说，本文立足中国税制改革实践，以 2008 年实施的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

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并利用 2004—2012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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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府减税对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本文还通过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

势假设评估，并利用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排除预期效应等方法检验基准模型的识别

有效性。此外，本文围绕被解释变量零值分布问题、重新定义核心变量、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替换

样本范围以及调整标准误聚类层级等维度开展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下降以及由此引致的劳动力相对成本变化两个视角，揭示减税促进企

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作用机制。最后，根据理论模型的推论，本文分别从企业生产率、规模、所处行

业的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所在地区的市场需求等方面，检验减税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异质性

效应，全面呈现中国企业智能化发展面临的激励因素与约束条件。

本文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税合一”政策实施后，相比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导致民营

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数量显著增加。事件分析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前，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

工业机器人应用数量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即未拒绝事前趋势平行的假设。机制分析结

果表明，“两税合一”政策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并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

强化了工业机器人相对于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推动了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生产率更高、规模更大、市场竞争更激烈或市场需求更大的企业，“两税合一”政策对其工业机

器人应用的促进作用更大。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①基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动因视角，揭示了政府减税在

推动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各类智能技术显著进步，相关技术、产品及

服 务 的 价 格 大 幅 下 降 ，推 动 全 球 工 业 机 器 人 应 用 水 平 持 续 提 升（Graetz and Michaels，2018；
Acemoglu et al.，2022；Adachi et al.，2024）。与此同时，大量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变化（Acemoglu and 
Restrepo，2022；Mann and Pozzoli，2024）、最低工资上涨（Fan et al.，2021；Freeman et al.，2024）以及劳

动保护强化（赵城和熊瑞祥，2023）均会促进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然而，工业机器人应用需支

付高昂的一次性投入及持续的维护、修理费用，而政府补贴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采用工业机器人的

实际成本，从而激励其应用（Cheng et al.，2019）。基于上述文献，本文将政府减税与企业工业机器

人应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阐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本文创新性地将

与劳动力成本相关的所得税优惠视为政府减税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关键机制，厘清了“所

得税税率下降→雇佣劳动力税收优惠减少→劳动力相对成本上升→工业机器人应用增加”这一影

响路径，从而拓展了关于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动因的研究。②尝试识别政府减税影响企业智能化

发展的因果效应与作用机制，丰富了关于减税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文献。一方面，法定所得税税

率下调和各类减税政策不仅能通过降低资本成本直接激励企业固定资产投资（Kaymak and Schott，
2023），还能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渠道间接促进企业投资（Djankov et al.，
2010）。另一方面，受资本调整成本、投资不可逆性及减税预期等因素影响（Chen et al.，2023），政

府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果可能并不显著（Yagan，2015）。在中国情境下，“两税合一”和服务外

包试点等所得税减税政策提升了企业投资（毛德凤等，2016；Li et al.，2021），增值税改革同样促进

了企业投资（Liu and Mao，2019），而“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也有效驱动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申广军

等，2016）。相较于已有文献主要基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政府减税的投资效应，本文创新性地利用

企业数据，聚焦税率降低对劳动力相关税收优惠的抵消效应，探究政府减税如何影响企业的工业

机器人投资。基于此，本文也为减税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Li et al.，2021；Kaymak 
and Schott，2023）提供了直接的机制支撑：减税促使企业采取“机器换人”策略，导致其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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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本部分将参考 Helpman et al.（2004），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模型，刻画所得税税率变化对企业工

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并提出多个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说。

假设经济中有两个生产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内各企业以不同的生产率生产差异化产品，在考

虑所得税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是否应用工业机器人。另一个部门生产计

价品，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其产品可以与其他部门自由交易，该部门的生产率为 w，决定（且等于）

本地工资水平。此外，该经济中劳动力与工业机器人的供给均充足。

1. 消费者

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代表性消费者，其效用函数设定为 U = q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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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q0 为计价品需求量，q ( ω ) 表示消费者对产品 ω 的需求量，Ω 表示消费者可以获得的消费种类集，σ

为差异化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σ > 1），α 表示消费者在计价品上的支出份额（0 < α < 1）。不失一

般性的，假设计价品的价格标准化为 1，即 p0 = 1，而差异化产品 ω 的价格为 p ( ω )，消费者的总支

出为 E。

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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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解消费者优化问题，可以分别得到产品 ω 和计价品的需求函数：

q ( ω ) = p ( ω )-σ Pσ-1 (1 - α ) E （2）
q0 = αE （3）

其中，P = ( )∫
ω∈Ω

p ( ω ) 1-σ dω

1
1-σ

为差异化产品的总价格指数。

2. 企业

计价品部门仅使用劳动力这一种要素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 q0 = wL0。由于生产计价品的企业

具有同质生产率，且为完全竞争市场，故计价品部门的收入全部用于发放工资，经济利润为 0，即
π 0 = p0 q0 - wL0 = 0。

在差异化产品部门中，企业的异质性体现在生产率差异上，并且每家企业只生产一种特定的产

品。借鉴 Fan et al.（2021）的做法，假设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为 ϕ，ϕ 的累积分布函数为 G ( ϕ )，其生

产函数为：

q ( ϕ ) = ϕ (Q + βR ) （4）
其中，Q = Lλ K (1-λ) 表示由劳动力和一般性的资本投入组成的复合投入，λ 表示劳动力投入份额

（0 < λ < 1），L、K、R 分别表示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一般性的资本投入和工业机器人，β 表示复

合投入和工业机器人之间相对生产率的参数（β > 1）。从式（4）可以看出，工业机器人与复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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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是完全替代关系，这个假设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关的理论模型中（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Acemoglu et al.，2022）。

由式（4）可知，企业使用复合投入进行生产时，单位产出的可变成本为 CQ = 1
ϕ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其

中，w 和 i分别为劳动力工资和一般性资本投入的租金；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进行生产时，单位产出

的可变成本为 CR = r
ϕβ

，其中，r 为工业机器人的租金，假设其与一般资本品租金 i 之间存在线性函

数关系。除可变成本外，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还需要支付一笔固定成本，假设固定成本为 Fθ，θ 是

一个随机变量，θ ∈ (0，+∞ )，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h (θ )，累积分布函数为 H (θ )，H (θ ) 独立于 G ( ϕ ) 且均

值为 1。并且，当企业购买工业机器人时，政府会提供比率为 τ 的补贴，故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实

际固定成本为 (1 - τ )Fθ。①

在给定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企业通过比较采用复合投入与应用工业机器人两种情形下的均

衡利润，决定是否应用工业机器人。

当企业仅使用复合投入进行生产时，其利润为： 
πQ = ( pq - wL - iK ) - t ( pq - wL - iK - ηwL ) = (1 - t ) ( pq - wL - iK ) + tηwL （5）

其中，πQ ( ϕ，θ ) 为企业仅使用复合投入时的利润，t为政府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另外，结

合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稳就业”政策，本文假设企业使用劳动力时，支付的工资总额可以用来额外

抵扣一部分所得税，税收抵扣比例为 η ( 0 < η < 1，1 - t (1 + η ) > 0 )，即企业雇佣劳动力可以额外获

得总额为 tηwL 的收益。②

当企业仅使用工业机器人进行生产时，其利润为：

πR = ( )1 - t [ ]pq - rR - (1 - τ )Fθ （6）
为简化模型，这里不考虑企业的进入条件，而是假设差异化产品部门中的所有企业无论使用复

合投入生产还是工业机器人生产均能获得非负的利润。换言之，对于 G ( ϕ ) 和 H (θ ) 支撑集上的任

何 ϕ 和 θ，均满足 πQ ( ϕ，θ )，πR ( ϕ，θ ) ≥ 0。③

企业比较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利润和使用复合投入的利润，作出是否使用工业机器人生产的决

策。当 πR ( ϕ，θ ) > πQ ( ϕ，θ ) 时，企业才会使用工业机器人。不难猜想，在给定生产率 ϕ 时，使用工

业机器人固定成本越小的企业越有可能使用工业机器人生产。考虑一个使用工业机器人和使用复

合投入生产无差异的企业，其工业机器人实际固定成本为 θ* ( ϕ ) (1 - τ )F，那么所有 θ < θ* ( ϕ ) 的企

①　这一假设符合中国实践，各地方政府普遍对企业购买工业机器人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详细讨论参见后文

“识别策略”部分。

②　假设“企业雇佣劳动力可以获得所得税优惠”是契合中国就业优先政策实践的。目前这种所得税优惠主要

包括三种：一是企业在雇佣退伍军人、失业者、应届毕业生及贫困人群等重点群体时，可享有企业所得税减

免及加计扣除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二是企业在安置残疾人员时所支付工资的加计扣除，即在按照支付给

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额外享受 100% 的加计扣除。三是企业研发人员的薪资及福利费被视为

研发费用的一部分，可享受特定比例的所得税加计扣除优惠。此外，还有一部分来自政府出于鼓励企业不

裁员、少裁员和“稳就业”的考虑而向企业直接发放的就业补贴。

③　假设政府没有支出，并将全部税收收入一次性转移支付给消费者。因此，消费者收入来源于企业税后利

润、工资、工业机器人租金以及政府税收返还，可加总为：E = q0 + ∫
ω∈Ω

q ( ω ) p ( ω )dω。这一预算平衡条件体

现在式（1）的消费者优化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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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都将使用工业机器人生产。

3. 均衡求解

经济的静态均衡是包含{ }θ* ( ϕ )，π ( ϕ，θ )，p ( ϕ，θ )，q ( ϕ，θ )，Q ( ϕ )，R ( ϕ，θ ) 的一组解，由如下优化

问题给出：

max
p ( )ϕ，θ

π ( ϕ，θ ) = ì
í
î

ïïπQ ( ϕ，θ )，如果θ ≥ θ* ( ϕ )
πR ( ϕ，θ )，如果θ < θ* ( ϕ ) （7）

s.t.  πQ ( ϕ，θ ) = (1 - t ) ( p ( ϕ，θ ) q ( ϕ，θ ) - wL ( ϕ ) - iK ( ϕ ) ) + tηwL ( ϕ ) （8）
πR ( ϕ，θ ) = (1 - t ) ( p ( ϕ，θ ) q ( ϕ，θ ) - rR ( ϕ，θ ) - (1 - τ )Fθ ) （9）

q ( ϕ，θ ) = ϕ (Q ( ϕ ) + βR ( ϕ，θ ) ) （10）
q ( ϕ，θ ) = p ( ϕ，θ )-σ Pσ-1 (1 - α ) E （11）

πR ( ϕ，θ* ) = πQ ( ϕ，θ* ) （12）
其中，式（7）—式（10）给出了差异化产品部门中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式（11）为消费者效用

最大化问题的产品需求。式（12）为企业决定是否应用工业机器人生产的临界条件。

将式（10）和式（11）代入式（8）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使用复合投入生产的企业的

复合投入数量和均衡利润：

Q ( ϕ ) = ϕσ-1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σ( )σ
σ - 1

-σ

Pσ-1 (1 - α ) E （13）

πQ ( ϕ，θ ) = ( )1 - t
σ - 1 + tηλ ϕσ-1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1-σ( )σ
σ - 1

-σ

Pσ-1 (1 - α ) E （14）
同理，将式（10）和式（11）代入式（9）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应用工业机器人生产

的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数量和均衡利润：

R ( ϕ，θ ) = 1
r ( )r

ϕβ

1-σ( )σ
σ - 1

-σ

Pσ-1 (1 - α ) E （15）

πR ( ϕ，θ ) = (1 - t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r

ϕβ

1-σ 1
σ ( )σ

σ - 1
1-σ

Pσ-1 (1 - α ) E - (1 - τ )Fθ （16）
如前所述，只有当 πR ( ϕ，θ ) > πQ ( ϕ，θ ) 时，企业才会应用工业机器人。将式（14）和式（16）代入

临界条件式（12），可得：

θ* ( ϕ ) = Aϕσ-1

(1 - τ )F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r

β

1-σ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1 + tηλ( σ - 1)

1 - t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1-σ

（17）

其中，A = 1
σ ( )σ

σ - 1
1-σ

Pσ-1 (1 - α ) E。此时，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概率由 Pr (θ < θ* ( ϕ ) ) =
H (θ* ( ϕ ) ) 给定。因此，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所得税税率变化对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概率的影

响为：

∂Pr (θ < θ* ( ϕ ) )
∂t

= -h (θ* ) Aϕσ-1

(1 - τ )F
ηλ( σ - 1)

(1 - t ) 2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1-σ

< 0 （18）
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 1：政府降低所得税税率会提高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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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1 表明，当政府降低所得税税率时，企业通过劳动力相关成本支出所获得的税收优惠会减

少，即便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成本没有下降，使用劳动力的实际相对成本仍会上升，从而促使企业倾

向于以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此外，根据式（4），劳动力和一般性的资本投入共同构成复合要素

投入，当劳动力的相对成本提高时，企业可能会使用更多的一般性的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然

而，在劳动收入份额（λ）较高的情况下，虽然一般性的资本投入可以替代部分劳动力，但为维持复合

投入（Q）不变，企业可能需要增加更多一般性的资本投入。基于此，劳动力投入减少带来的成本节

约可能被一般性的资本投入增加所带来的成本抵消甚至超出，最终降低使用复合投入的利润，这也

进一步强化了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复合投入的内在激励。通过式（18）对劳动收入份额（λ）求

二阶偏导数，可以刻画以上思路：

∂2 Pr (θ < θ* ( ϕ ) )
∂t∂λ

= -h (θ* ) Aϕσ-1

(1 - τ )F
η ( σ - 1)
(1 - t ) 2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1-σ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1 + λ(1 - σ ) ln ( )w (1 - λ)

iλ
< 0

（19）

根据式（19），本文提出：①

假说 2：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越高，政府降低所得税税率对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激励效果越大。

为进一步分析所得税税率变动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异质性效应，分别对式（18）中的

生产率（ϕ）、工业机器人的安装成本（F）、企业数量（n）、消费者收入水平（E）求二阶偏导数，

可得：②

∂2 Pr (θ < θ* ( ϕ ) )
∂t∂ϕ

= -h (θ* ) ( σ - 1) 2 Aϕσ-2

(1 - τ )F
ηλ

(1 - t ) 2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1-σ

+ ∂h (θ* )
∂θ*

∂θ*

∂ϕ
< 0

（20）

∂2 Pr (θ < θ* ( ϕ ) )
∂t∂F

= h (θ* ) Aϕσ-1

(1 - τ )F 2
ηλ( σ - 1)

(1 - t ) 2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1-σ

+ ∂h (θ* )
∂θ*

∂θ*

∂F
> 0 （21）

①　由于 -h (θ* ) Aϕσ-1

(1 - τ ) F
η ( σ - 1)
(1 - t ) 2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1-σ

< 0，因此，当 ln ( )w (1 - λ)
iλ

< 1
λ( σ - 1) 时，式（19）才成立。

故当 ln ( )w (1 - λ)
iλ

< 0，即 w
i

< λ
1 - λ

时，式（19）恒成立。其经济含义是：当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时，企业在

复合投入中会相对使用更多的劳动力，政府所得税税率下降会削弱使用劳动力的税收抵扣效果，特别是劳

动收入份额较高的企业受税率下降的影响更大，这在更大程度上激励其使用工业机器人。而当

ln ( )w (1 - λ)
iλ

> 1
λ( σ - 1) 时，式（19）不成立。原因在于：当工资水平相对较高时，企业往往采用了大量一

般性的资本投入或工业机器人生产。此时，即使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再高，所得税税率降低也难以进一步

激励其使用工业机器人，呈现出明显的政策边际效应递减。

②　为简化分析，假设 ϕ 服从均匀分布，则
∂h (θ* )

∂ϕ
= 0。另外，在分析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概率对企业数量的二

阶偏导数时，假设生产异质性产品的企业都是对称的，则总价格指数可以改写为 P = ( )∫
ω∈Ω

p ( ω ) 1-σ dw

1
1-σ =

nP̄，P̄ 表示平均价格，此时 A = 1
σ ( )σ

σ - 1
1-σ

(nP̄ ) σ-1 (1 - α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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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 (θ < θ* ( ϕ ) )
∂t∂n

= -h (θ* ) ( σ - 1) 2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σ ( )σ
σ - 1

1-σ

(nP̄ ) σ-2 P̄E
ϕσ-1

(1 - τ )F
×

                                      ηλ
(1 - t ) 2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1-σ

+ ∂h (θ* )
∂θ*

∂θ*

∂n
< 0

（22）

∂2 Pr (θ < θ* ( ϕ ) )
∂t∂E

= -h (θ*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σ ( )σ
σ - 1

1-σ

Pσ-1 (1 - α ) ϕσ-1

(1 - τ )F
×

                                      ηλ( σ - 1)
(1 - t ) 2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wλ i1-λ

λλ (1 - λ) 1-λ

1-σ

+ ∂h (θ* )
∂θ*

∂θ*

∂E
< 0

（23）

根据式（20）—式（23），本文提出：

假说 3：企业生产率越高、安装工业机器人的固定成本越低、市场中企业数量越多或消费者收

入水平越高，政府降低所得税税率对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激励效果越大。

三、制度背景、数据处理与识别策略

1.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后，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并引进外国技术，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

施，其中，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就是所得税减免。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

业所得税法》颁布并实施，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0%，同时应缴纳的地

方所得税税率为 3%，故其名义税率为 33%。但由于大多数外资企业在国内享有各类税收优惠待

遇，其实际税率大致在 15%—24% 之间，远低于名义税率。相比之下，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

相对较高，根据 1993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内资企业税率为 33%，

并且政府在实施税收优惠、税前扣除等政策时对内资企业偏紧。自此开始，中国“一个税种、两套税

制、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格局基本形成。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外商投资规模持续增加、内资企业发展壮大，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税率优

惠差异成为个别企业偷税、漏税的手段，严重影响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内资企业和

外资企业之间的税收歧视亟须打破。鉴于此，2008 年中国政府对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全面改

革，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统一税法，统一税率，统一

税前扣除和统一税收优惠”（高培勇，2009），明确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 25%，故此次改革

被称为“两税合一”。

“两税合一”政策的实施意味着，自 2008 年开始，中国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显著降低。尤其是，

伴随着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下降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上升，这两类企业的所得税

实际税率逐渐缩小并趋于统一。因此，这一政策调整显著减轻了内资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实际

税负，对其投资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① 基于这一背景，“两税合一”政策实施可被视为研究中国

民营企业减税问题的准自然实验（毛德凤等，2016；Deng et al.，2023）。本文将以民营企业为处理

①　现实中，地方政府因享有税收征管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对本地企业实施各种税收优惠措施，导致企业的

实际税率低于法定名义税率。鉴于此，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控制“城市—年份”固定效应来排除这一因

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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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外资企业为对照组，识别“两税合一”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因果效应。①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在 2004—2008 年间无较大变化，但从

2008—2009 年开始快速上涨，本文猜测这可能与“两税合一”政策的实施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

自 2008 年起，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平均每家企业工业机器人存量相对外资企业的比例迅速上

升，同样支持“两税合一”可能是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大规模应用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动因。

2.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使用两套微观企业数据库，第一套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简称工企数据），该数据库

的统计对象为中国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提供企业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和产销信息，如企业

名称、法人代码、登记注册类型、开业年份、利润总额、应交所得税、资产总额、出口交货值等。本文

参照寇宗来和刘学悦（2020）的做法，依次利用法人代码和企业名称等信息将各年工企数据匹配形

成面板数据，并按照如下方式依次剔除异常样本：①年销售额在  500 万元以下；②职工人数少于 8
人；③流动资产高于总资产；④固定资产高于总资产；⑤年销售额、职工人数或总资产等主要数据缺

失。第二套是中国海关数据库（简称海关数据），该数据库统计了中国每一条进口和出口数据，主要

提供企业的产品进出口交易信息，如企业名称、HS 产品代码、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等。参照海关数

据中的 HS 产品代码，工业机器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多功能工业机器人（84795010）、其他未列名工

业机器人（84795090）、喷涂机器人（84248920）、搬运机器人（84289040）、集成电路工厂专用的自动

搬运机器人（84864031）、电阻焊接机器人（85152120）、电弧焊接机器人（85153120）和激光焊接机器

人（85158010）。本文使用以上 HS 产品代码提取海关数据中的工业机器人进口数据，以此衡量企业

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水平。需要强调的是，2012 年中国本土品牌机器人销量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

8.7%。2013 年开始，随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本土

品牌的份额显著增加。因此，本文使用 2012 年及之前工业机器人进口数据衡量中国企业使用工业

机器人的水平是合理的（赵城和熊瑞祥，2023）。为确保样本数据中企业进口机器人是自己使用而

非用于二次销售，本文剔除了进口企业中的外贸公司和机器人制造商。②此外，本文还使用海关数

据计算了企业每年的进口总额。

本文首先使用企业名称匹配工业机器人进口数据和工企数据。然后，借鉴 Fan et al.（2023）的

做法，按照如下规则剔除企业样本：①拥有所得税税率优惠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

②样本期内所有制发生变化的企业；③在 2008 年“两税合一”政策实施前退出或实施后进入的企

业。本文最终得到了涵盖 2004—2012 年制造业企业的回归样本，包含 189275 家企业的 1221035 个

观测值。③

3.识别策略

为验证假说 1 是否成立，本文以 2008 年“两税合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

①　为了排除本文观察到的政策处理效应是由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提高而导致的，本文在稳健性检验

中还以“两税合一”政策实施前后平均所得税实际税率变动绝对值小于 1% 的外资企业作为对照组进行回

归分析。此外，由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在税收征管、要素使用等方面享受一定所得税优惠，因此，本文在

经验分析部分剔除这两类企业。

②　本文将名称中包括“进出口”“贸易”“经贸”“国贸”或“代理”等关键词的企业判断为外贸公司。同时，从中

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中提取经营范围同时包含“机器人”和“生产”（或“制造”“加工”等）关键词的企业，

这些企业即为机器人制造商。

③　由于 2010 年的工企数据缺失，本文在经验分析部分剔除了 2010 年的企业样本。

89



刘学悦等：减税与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

减税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因果效应，基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Robotisct = β0 + β1 POEi × Postt + γZit + λi + λst + λct + εisct （24）

其中，被解释变量 Robotisct 代表行业 s、城市 c的企业 i在 t年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反双曲正弦

值）。①核心解释变量 POEi 代表企业 i 是否为民营企业的虚拟变量，是取 1，否则取 0。本文根据企

业的登记注册类型判断民营企业；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实收资本占比作为替代标准进行判断。

Postt 代表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当 t 为 2008 年及以后时取 1，否则取 0。系数 β1 为本文所关注的“两

税合一”政策对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效果，当其显著大于 0 时，假说 1 成立。

Zit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由于随时间变动的企业特征可能会受到“两税合一”实施的影

响，从而导致“坏的控制”（Bad Controls）问题，造成估计结果偏误，故本文控制了在“两税合一”政策

实施前（2004—2007 年）不随时间变动的多个企业特征与一系列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具体地，

本文选择的企业事前特征包括：规模（Size），用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资本—劳动比率（K-L），

用固定资产总额与劳动力数量之比的自然对数衡量；出口状态（Export），当企业在政策实施前任意

一年的出口交货值大于 0 时取 1，否则取 0；进口状态（Import），当企业在政策实施前任意一年的进口

额大于 0 时取 1，否则取 0。进一步，考虑到在样本期内中国政府持续出台相关补贴政策来推广工业

机器人的使用，由此逐渐提高了企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水平（Cheng et al.，2019），②为了排除这种政

策支持引致的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固有趋势的差异，本文还控制了企业样本初期工业机器人存量

以及政策实施前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的增速这两个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③

λi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企业不随时间变化但会影响其工业机器人使用的特征；λst 表

示“四位码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同年份的产业政策、劳动力保护强度、工会密度等可

能会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行业层面因素；λct 表示“城市—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同年

份各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机器换人”政策等可能会

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同时控制“城市—年份”固定效应和“四位码行

业—年份”固定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 2008 年底开始推行的“四万亿计划”的影响，该计划主

要在地区层面与行业层面推进，提供了一揽子刺激方案，可能会间接影响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

εisct 为残差项。此外，由于“两税合一”政策冲击主要在企业层面，故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在企业

层面。

为检验双重差分法的适用性，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评估，并考察“两税合

一”政策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动态效应，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Robotisct = β0 +∑t=2004
t≠2007
2012 βt POEi × Yeart + γZit + λi + λst + λct + εisct （25）

其中，Yeart 表示第 t年的年份虚拟变量，其余变量与式（24）相同。本文以“两税合一”政策实施

前一年（2007 年）为基期，主要关注系数 βt 的情况，其具体含义为，在第 t年，民营企业（处理组）和外

资企业（对照组）之间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的差异。

①　Robotisct = ln ( )x + ( x2 + 1) ，其中，x表示企业的工业机器人进口数量。

②　例如，为了有效应对制造业企业日益增加的工业机器人应用需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委联合颁

布《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04 年、2007 年、2011 年），明确将工业机器人列为优先

发展领域，并在不同时期设定了重点任务，逐步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

③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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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归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各列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企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反双曲

正弦值）。第（1）列中，除了本文关心的核心交互项，只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2）
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四位码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第（3）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城

市—年份”固定效应；第（4）列在第（3）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所有企业事前特征与一系列年份虚拟

变量的交互项。第（1）—（4）列结果显示，交互项 POE × Post的系数均为正且在 1% 的统计意义上显

著，表明减税提高了企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以第（4）列为基准，估计系数为 0.0033，这意味

着，平均而言，“两税合一”政策促使企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增加了 0.0033 （=e0.0033 - 1） 台，这一

效应相较于样本均值（0.0039）提高约 84.6%（≈0.0033/0.0039）。以上回归结果证明假说 1 成立，即政

府减税会促进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POE×Post

企业事前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1）
0.0121***

（0.0008）
否

是

是

否

否

1221035
0.326

（2）
0.0090***

（0.0007）
否

是

—

是

否

1221035
0.330

（3）
0.0081***

（0.0006）
否

是

—

是

是

1221035
0.330

（4）
0.0033***

（0.0005）
是

是

—

是

是

1221035
0.502

注：括号中是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

表同。

2.内生性检验①

（1）平行趋势假设评估。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两税合一”政策提高了企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

量。但这可能只是反映了“两税合一”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差异，即在 2008 年之前，民营企

业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本来就显著高于外资企业。对此，本文基于式（25）的回归方程进行平行趋

势假设评估。估计结果如图 1 所示，在 2008 年之前，系数 βt 均不显著，说明“两税合一”政策实施之

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平行趋势假设一致。同时，从

2008 年开始，系数 βt 均显著大于 0，并且逐年变大，意味着“两税合一”政策促进企业使用工业机器

人的效应逐年递增。

①　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预期效应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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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假设评估

注：实心点表示式（25）估计的系数 βt，竖线表示估计系数的 95% 上下置信区间。横轴代表年份，纵轴代表估计

系数。

（2）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Rambachan and Roth（2023）指出，传统事件分析法对事前平行趋势

的显著性检验在有限样本中统计功效偏弱，且即便通过检验，也可能存在系统性偏误。鉴于此，本

文使用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HonestDiD）方法对基准结果进行更严格的检验。结果发现，如果允许

违反平行趋势的程度不超过政策实施前最大值的 0.4 倍，则“两税合一”政策促进企业工业机器人使

用的结果依然稳健。该敏感性分析也说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3）安慰剂检验。①将全部企业的所有制属性随机打乱顺序并分配给每个企业，形成“虚假”的

处理组和对照组，然后通过 1000 次的重复模拟回归得到“虚假”的估计系数。②利用西部大开发所

涉区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豁免政策进行安慰剂检验，这些企业在 2008 年前后都享受

15% 的税收优惠待遇，因此，没有受到“两税合一”政策实施的影响。结果发现，潜在的企业层面遗

漏变量问题不会影响本文结论，“两税合一”政策是导致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上升的主要因素。

（4）预期效应。双重差分法的另一个核心假设是无政策预期效应，即处理组不会在政策正式实

施之前改变行为。由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处理变量 POE 与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虚拟变

量的交互项，以及 POE 与 2007 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拒绝了预期效应存在的假设。

3.稳健性检验①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六方面开展稳健性检验：①利用高维固定效应的泊

松伪极大似然方法进行估计，并以企业是否使用工业机器人虚拟变量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缓解

被解释变量零值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②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函数转换形式和定义方式，检验估计

结果对工业机器人测度方法的敏感性。③更换企业所有制的衡量方式，排除潜在变量测量误差带

来的影响。④引入一系列同时期发生的外部冲击（如生产成本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四万亿计划”

与产业政策等），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⑤改变回归样本范围或权重，排除潜在样本选择偏误的影

响。⑥更换标准误聚类层级，排除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问题。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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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1.机制检验

本文的理论模型发现，随着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原本针对工资、福利等可抵扣支出的税收减

免降低，企业通过雇佣劳动力所获得的税收优惠相应减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相当于提

高了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最终激励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本部分以“两税合一”政策实施的外生

冲击作为企业实际税率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识别减税通过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影

响工业机器人使用的潜在机制。

表 2 展示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参考田彬彬等（2020）的做法，以企业应交所得税

与利润总额的比值衡量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如第（1）列所示，交互项的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两税合一”政策确实会降低民营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如第

（2）列所示，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降低会提高其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

另外，本文还使用企业应交所得税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的估计结果如第（3）、（4）列所示，估计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第（1）、（2）列基本一致。由此可见，

“两税合一”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促进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这与理论模型的

预测完全一致。

表 2 机制分析：所得税实际税率下降

变量

POE×Post

ETR_profit

ETR_sales

企业事前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不可识别检验

弱识别检验

观测值

（1）
第一阶段

ETR_profit

-7.4965***

（0.0907）

是

是

是

是

1140590

（2）
第二阶段

Robot

-0.0004***

（0.0001）

是

是

是

是

6825
5764

1140590

（3）
第一阶段

ETR_sales

-0.2826***

（0.0066）

是

是

是

是

1140590

（4）
第二阶段

Robot

-0.0117***

（0.0020）
是

是

是

是

1837
1763

1140590
注：由于实际税率存在非正数等异常值，因此，在回归中剔除了前后 1% 区间的异常值。不可识别检验使用了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弱识别检验使用了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由于缺乏企业在工资、福利等项目上所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具体指标，故无法直接检验“要素替

代效应”，即所得税实际税率降低改变了企业在劳动力雇佣和工业机器人应用之间的权衡取舍。对

此，本文在表 3 中进行间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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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制分析：要素替代效应

变量

POE×Post

POE×Post×Labor_share

企业事前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1）
Robot/L

0.0053***

（0.0007）

是

是

是

是

1221035
0.412

（2）
Robot value/Wage

0.0004***

（0.0001）

是

是

是

是

1061795
0.263

（3）
Robot

-0.0006
（0.0010）

0.0068***

（0.0016）
是

是

是

是

1220486
0.502

（4）
Labor share

-0.0009**

（0.0004）

是

是

是

是

1060819
0.617

直观上，劳动力相对成本的上升会提高工业机器人在企业生产中的相对优势，促使企业在要素

配置上向“机器换人”方向调整。本文以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工业机器人进口数量/劳动力

数量）和工业机器人相对支出强度（=工业机器人进口金额/应付职工薪酬）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而衡

量企业的“机器换人”行为。表 3 第（1）、（2）列结果显示，“两税合一”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的工业

机器人使用密度和相对支出强度，表明在政府减税引致企业雇佣劳动力相对收益下降的情境下，其

更倾向以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

与此同时，本文的假说 2 表明，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较高时，为维持产量不变，单位劳动力减

少所需的一般性的资本投入增量相对更大，由劳动力投入减少所节省的成本可能会被一般性的资

本投入增加所带来的成本（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从而以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相比直接使用一般

性的资本投入，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相比低劳动收入份额企业，政府减税激励高劳动收入份

额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效应会相对更大。对此，本文计算了政策实施前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应付职工薪酬/总产值），并根据样本分布的中位数构造是否为高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虚拟变量

Labor_share，然后将其与 POE×Post 的三乘交互项代入基准方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 第（3）列所

示，三乘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比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企业，“两税合一”政策促进劳

动收入份额较高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效果更大，由此证实了假说 2。
最后，本文在表 3 第（4）列中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发现，“两

税合一”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尽管所得税减免在短期内提高了企业的

劳动力成本，但企业通过“机器换人”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升，最终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Li et al.
（2021）、Kaymak and Schott（2023）发现，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会导致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而本文的研究为上述结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制补充：所得税税率降低会通过促进企业应用工

业机器人来减少其劳动收入份额。

2.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假说 3，本文使用三重差分法考察减税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异质性效应。

（1）生产率。应用工业机器人能够大幅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而高生产率企业往往能从智能

化生产方式中获得更高的利润和市场份额（Graetz and Michaels，2018），故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越高

时，减税政策对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促进效应更大。鉴于此，本文利用 GMM 方法和 ACF 修正的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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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计算企业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其是否大于样本分布的中位数生成高生产率企业虚拟

变量 TFP_GMM 和 TFP_LP，然后分别将其与 POE×Post 的交互项代入基准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表 4
第（1）、（2）列结果显示，三乘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相比低生产率企业，减税促使高生产率

企业使用更多工业机器人。

表 4 异质性分析：企业生产率与规模

变量

POE×Post×#

企业事前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所有制—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1）
#TFP_GMM

0.0043***

（0.0012）
是

是

是

是

是

1214499
0.502

（2）
#TFP_LP

0.0036***

（0.0012）
是

是

是

是

是

1214499
0.502

（3）
#Large_asset

0.0069***

（0.0008）
是

是

是

是

是

1221035
0.502

（4）
#Large_sales

0.0050***

（0.0011）
是

是

是

是

是

1221035
0.502

注：#表示各列中用于构造三乘交互项的分组变量。下表同。

（2）固定成本。作为一种智能化投资，工业机器人通常伴随着较高的单位价格和安装成本，

而一旦企业决定投资工业机器人，则这种成本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无论此后企业是否继续生产

经营，该费用都必须在先前予以支付。同时，受市场不完全性和投资不可逆的影响，企业出售工

业机器人时往往无法完全回收初始安装成本。因此，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意愿将取决于其前

期支付能力。一般而言，大企业可以将投资工业机器人的固定成本分摊到不同的产品上，从而降

低单位工业机器人安装成本。因此，在减税政策实施后，大企业在固定成本分摊上的比较优势将

被进一步强化，这将激励其增加工业机器人应用。鉴于此，本文以企业事前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

的自然对数计算企业规模，并根据其是否大于样本分布的中位数生成大企业虚拟变量 Large_asset

和 Large_sales，然后分别将其与 POE×Post 的三乘交互项代入基准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表 4 第（3）、

（4）列结果显示，三乘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比小企业，减税会促使大企业使用更多工业

机器人。

（3）市场竞争程度。减税会增加企业税后利润，降低税收负担预期，吸引更多新企业进入市场，

这将加剧市场竞争程度，侵蚀在位企业的市场份额，并最终降低其边际利润率。应用工业机器人则

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劳动力投入和可变成本，提高企业的定价能力和市场地位。

因此，在减税政策实施后，企业可能会出于逃离竞争的意图加速工业机器人应用。鉴于此，本文根

据行业初始年份的企业数量和赫芬达尔指数来代理市场竞争程度，然后根据其是否大于样本分布

的中位数分别生成代表是否高/低市场竞争程度的虚拟变量 Firm_num 和 HHI，并将其与 POE×Post

的交互项代入基准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表 5 第（1）、（2）列结果显示，相比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行

业，减税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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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异质性分析：市场竞争与需求

变量

POE×Post×#

企业事前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所有制—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1）
#Firm_num

0.0048**

（0.0019）
是

是

是

是

是

1221035
0.502

（2）
#HHI

-0.0041***

（0.0013）
是

是

是

是

是

1221035
0.502

（3）
#GDP_per

0.0046***

（0.0016）
是

是

是

是

是

1221035
0.502

（4）
#GDP

0.0039**

（0.0019）
是

是

是

是

是

1221035
0.502

（4）市场需求。企业在决定是否应用工业机器人时，需要权衡成本与收益。更强的市场需求意

味着本地市场规模更大，有助于企业通过应用工业机器人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更大范围的

成本分摊和利润扩张。因此，企业在减税政策实施之后倾向于应用工业机器人。一般而言，在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更强，市场需求也更加旺盛。鉴

于此，本文利用城市初始年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是否大于样本分布的中位数来

生成高市场需求虚拟变量 GDP_per 和 GDP，并分别将其与 POE×Post 的交互项代入基准回归方程进

行估计。表 5 第（3）、（4）列结果显示，三乘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相比市场需求较低

的地区，减税提高了市场需求较高地区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量。

以上分析结果证明假说 3 成立，即当企业生产率越高、安装工业机器人的固定成本越低、所在

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越高、所处地区市场需求越大，减税对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正向激励效应相对

更强。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背景下，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对于加速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至关重要，这将为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基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模型，探

讨法定所得税率变动对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然后，利用 2004—2012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 2008 年“两税合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并运用双重差分法

识别减税对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两税合一”政策提升了企业

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抵消了与劳动力支

出相关的税收优惠，提高了劳动力相对成本，从而促进了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

析发现，减税对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两税合一”政策实施后，高生产率企

业、大型企业以及面临更激烈市场竞争、拥有更大市场需求的企业，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提升幅度

相对更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有效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聚焦支持科技创新与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在当前中

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中，企业事实上承担了大量各类税费。这也意味着，尽管中国宏观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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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对较低，但在切实降低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方面仍具有较大空间。因此，应在保障财政可持续

性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并精准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将人工智能、重点产业链等关键领域作为着力

点。具体而言，可通过实施所得税税率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工具，分

阶段、差异化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同时，需有效发挥中央转移支付和专项债券的支撑作用，压实

地方政府责任，确保减税、退税资金高效直达企业，尤其要着力为制造业企业减负。此外，应尊重市

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差异化特征，依据企业资产规模、生产率水平及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强化对发

展绩效良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政策支持，从而为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创造有利条件。

（2）协同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本文研究发现，在生产率更高、规模更大、

市场竞争更充分以及市场需求更旺盛的企业情境下，减税政策对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激励效应更

为显著。这表明，减税政策激励效应的充分发挥依赖于统一、高效、开放的市场环境，而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则能有效放大减税降费对企业智能化转型的推动作用。首先，应加快破除地方保护和市

场分割，健全统一的要素市场制度与规则，推动数据、算力、劳动力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高效配

置，为企业智能化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其次，应完善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和监管体系，强化产权保

护、公平准入和竞争机制，构建优胜劣汰、效率导向的市场环境，引导资源向高效率企业集中，激发

市场主体应用工业机器人的积极性。最后，应推动建设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体系，发展全国统一的

商品和服务市场，释放多层次的内需潜力，拓展工业机器人及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

领域的应用场景，为企业智能化发展提供持续的市场需求与应用场景保障。

（3）在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同时，审慎评估其可能对全社会就业产生的潜

在冲击。应同步加快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推动智能化转型与就业扩容协调联动，实现人机协同的动

态平衡。首先，要强化落实“稳就业”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就业补贴等措施创造更

多工作岗位。其次，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增加大语言模型、机器学习、大数据、智

能系统设计等领域的优质在线教育供给，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与工

业机器人之间的协作能力。最后，要加大长期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力度，积极引导劳动者适应

人工智能发展孕育出来的新工作岗位，如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特别是，要针对人工智能替代风

险较高的群体开展在岗、转岗培训，提升其技能适应性与岗位匹配度，推动人工智能和劳动力良性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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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has reshaped 
global manufacturing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labor markets and firm behavior. While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imarily examined the drivers of auto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costs， a key factor has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changes in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s may alter the relative cost of industrial 
robots versus labor， thereby influencing firms’ technological choices. Although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policy instruments to encourage corporate investment， whether such tax 
reductions promote industrial robot adoption remains underexplored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ax reduction as a driver of 
industrial robot adoption.

This paper first develop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s 
and tax incentives related to labor wages and benefits into firms’ decisions to adopt industrial robots. 
Using comparative sta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changes in income tax rates affect adoption 
decisions and proposes a set of testable predictions. To empirically evaluate these predictions， this 
paper exploits China’s 2008 corporate income tax unification refor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reform unified the statutory income tax rates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invested firms， notably reducing 
the statutory tax rate for domestic private firms from 33% to 25% and substantially alleviating their tax 
burden. Using matched data from the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China’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Database over the period 2004—2012， this paper applies a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DID） approach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of tax cuts on firms’ industrial robot adoption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ollowing the reform， domestic private firms that benefit from 
income tax reduction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ir adop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relative to foreign-
invested firms. The magnitude of the effect is economically meaningful： The tax-induced increase in 
robot adoption corresponds to approximately 84.6% of the sample mean. Mechanism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 reform significantly reduces firms’ effective tax rates， raises the relative price of labor， and 
enhances the cost advantage of robots over labor， thereby promoting robot adop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es further reveal that the effect is stronger among firms with higher productivity， larger firms， 
those operating in more competitive markets， and those facing greater market demand.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wo aspects. First， it identifies tax benefits related to 
labor costs as a critical channel through which tax reductions influence industrial robot adoption， 
thereby enriching literatur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firm-level automation. Second， it examines how tax 
reductions offset labor-related tax incentives and influence firms’ technological choices， contributing to 
broader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ax policy. In this sense， this paper provides novel 
micro-level evidence that tax cuts contribute to the decline in labor share by encouraging robot 
substitu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highlight the critical role of tax reduction policies in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or policymakers，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supporting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robot sector. Additionally， it is essential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employment impacts of widespread robot adoption， accelerate pro-employment 
strategie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expansion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human labor and machines.

Keywords：： tax reduction； industrial robots； corporate income tax unification； factor substitution 
effec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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